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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人审美视野下的昆曲服饰 

汪丽丽
1
 

（江苏省演艺集团江苏省昆剧院 江苏 南京 210004） 

【摘 要】：昆曲集宋元南戏和元杂剧之所长，经历代改良和传承，在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广泛传播和

发展。昆曲服饰是昆曲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传统戏曲表演体系的美学特征。在昆曲的发展过程中，江南

文人追求的雅致美、意境美、自然美等审美融入了昆曲舞台艺术中，并引导了昆曲剧装制作的发展方向，使得昆曲

服饰形成了色彩淡雅自然、设计构图虚实相间、图案搭配重写意和象征等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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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826【文献标识码】：Ａ 

昆曲始于元末，经明代魏良辅改良昆腔而发展为当时的第一大剧种，主要盛行于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之间。昆曲的文本诗

化、服饰典雅、唱腔清雅绝俗，辅以江南丝竹伴奏和园林庭院为演出空间，这些都符合明清时期江南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旨趣。特

别是在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昆曲演出之后，文人雅士的审美取向更主导了昆曲艺术的发展，使之成为“文人之曲”。昆曲服

饰作为昆曲舞台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继承传统戏曲服饰的程式性、时代性、和谐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受到江南

文人审美和时代风气的影响，呈现出新的艺术特点。 

一、明清时期江南文人审美影响下的昆曲服饰 

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园林、书斋是文人的文化空间，书、画、曲则是其具体的生活内容，诗意的文化

和生活造就了江南文人独特的审美取向。在昆曲形成的这一历史时期，江南文人的审美全面而深入地融入昆曲舞台艺术之中，并

引导了昆曲服饰制作的发展方向。 

1.追求雅致美 

明清时期江南文人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以及强烈的身份认同：在审美上，他们受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影

响，追求飘逸洒脱、高洁清灵，崇尚雅致和脱俗；在心理上，他们往往有较高的文化自我认同感和优越感，追求脱离俗世和张扬

自我。江南文人雅致的审美追求不仅影响了当时园林、书斋、家具的风格，也影响了昆曲的文本和服饰。例如，昆曲服饰在运线

行针方面以精巧的手艺构成精美和谐的图案，刺绣手工一丝不苟，但刺绣配合服饰的构图却十分淡雅疏朗，给人以雅致、清俊、

整肃之感。昆曲服饰强调的不是艳丽的色调，而是高雅的意趣、美观而不落俗套的境界[1]。 

2.追求意境美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概念，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明清时期江南文人非常推崇这种情景交融的诗意空间，意境之美

便成为他们的审美取向，既表现在文人画、诗词之中，也表现在他们对昆曲的鉴赏品评之中。王国维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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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2]元曲是昆曲文学的来源，是中国戏曲文学的一

个时代高峰，塑造了中国戏曲文学的曲文审美模范，奠定了昆曲文学的基调。中国戏曲的整体特征是追求意境之美，作为文人戏

的昆曲，其内在精髓更是如此。这不仅体现在剧本的文学之美，也外化至昆曲的服饰之美。昆曲服饰是舞台意境美的重要组成，

正如老艺人所说的戏服是“穿在演员身上的布景”，配合“一桌二椅”的极简舞美和园林厅堂的演出环境，昆曲服饰也追求舞

台意境的和谐美，通过昆曲演员身段程式的运化，将舞台时空的转换通过动作点到为止，把意境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3.追求自然美 

江南文人追求的自然之美在于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他们摒弃刻意雕琢，倡导自然天成、返璞归真。在艺术审美中，江

南文人注重戏曲的自然之美，这与中国戏曲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王国维在《元剧之文章》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

之，曰：自然而已矣。”又说：“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3]元曲蕴含的自然之美这一审美传统，在江南文人

的昆曲舞台艺术创作和鉴赏活动中呈现出新面貌。 

明代末期，江南文人大多养家班供宴饮唱和之乐，其中的品鉴之辞可以反映出当时文人的审美倾向。明末朱隗在《鸳湖主人

出家姬演〈牡丹亭〉记歌》中记载其所观家班演出风格清朗自然，“不须粉项与檀妆，谢却哀弦及豪竹。萦盈澹荡未能名，歌舞

场中别调清。态非作意方成艳，曲别无声始是情”[4]。昆曲伴随了宴饮冶游、文人唱和，既是江南文人昆曲社交的一种常态，也

是江南文人生活的“必修课”[5]。朱隗对于所观家班演出，认为其不追求场面的宏大和服饰的华丽，而是本色自然和蕴藉情韵。

这一记载正体现了明清之际江南文人对昆曲作为场上之曲的自然美的追求。在这种审美取向的影响下，虽然当时奢侈之风较为

盛行，但昆曲服饰并没有往奢华的方向发展，而是取法自然，注重服饰符合人物身份、行当的本来特征，利于人物本色的塑造。 

二、昆曲服饰的审美特征 

昆曲服饰的一整套美学特征是昆曲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吸收了宋元南戏、元杂剧的戏曲舞台艺术传统，其美

学取向既具有明清社会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明清时期江南文人追求和谐典雅的审美理想。 

人的审美活动、审美需求受特定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作为具有六百余年历史的昆曲，其舞台艺术的形成

过程也带有浓重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的印记。艺术来源于生活，故“明代传奇服饰基本上来自明代常服，它不仅继承了元明杂

剧服饰的某些特征，而且根据生活服饰的变化和演出的要求，不断地自我发展”[6]。陆萼庭指出：“明代昆剧在戏衣方面深受当

时社会风尚的影响，并多变异，还没有定型。”[7]随着明代家班的增多和追捧，昆曲服饰逐渐追求定式，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明末清初之际，昆曲服饰打破了明代官服礼制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开始注重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如明代蟒服为皇帝特赐品，武

官穿、文官不穿；到清代，昆曲衣箱中已有五色蟒服，文武官都穿[8]，这正是戏服所体现的时代集体认同的一个例证。 

除了带有时代的印记外，昆曲历来也是江南文人的风雅之物。在昆曲诞生之初，江南文人的审美倾向就深深印刻在昆曲的基

因之中。据明代文徵明的《南词引正》记载，昆山腔的创始者顾坚“精于南词，善作古赋……其著有《陶真雅集》十卷、《风月

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区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9]。而顾坚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等文人曲友交好。可见

当时的昆山腔已经在当地的文人群体中有所流传。这三人在诗词绘画等领域均有较高造诣，特别是被后世称为“元四家”之一

的倪瓒（倪元镇），其文人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既没有崇山峻岭，也没有茂林修竹。在他典型的“一河两岸”构图之中，

大块的留白为观者创造了一片虚静而又淡薄的灵境。但这简淡之中所蕴含的文人审美旨趣却一点也不简单。宗白华认为中国山

水画趋向简淡，然而简淡中包具无穷境界。倪元镇画一树一石，千岩万壑不能过之[10]。 

这种文人审美倾向也鲜明地体现在昆曲服饰中。昆曲服饰是昆曲舞台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角色都有严格而具体的

穿戴程式。在视觉审美上，从色彩、设计、图案、搭配等方面均体现了江南文人的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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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色彩：运用“淡雅自然”的色调 

昆曲服饰在整体色调上往往呈现淡雅、朴素、低饱和度的特征，如在南昆传承版《牡丹亭》中，杜丽娘作为官宦之女，其服

装用色多为淡粉、淡绿、淡黄等，以体现人物纯真、温婉的性格特征；而另一主角柳梦梅的服饰色彩素淡，凸显其有书卷气以及

浪漫飘逸的风格[11]。昆曲服饰色彩的应用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与文人雅士所崇尚的淡雅之美，与中国的水墨画有异曲同

工之妙，体现出的飘逸风格和书卷气质融合了儒家与道家思想，是文人审美的构成要素。昆曲《牡丹亭》始于一场梦，服装色彩

的低饱和度体现了整场戏梦幻、虚化等如梦境般的情景。随着剧情的发展，服饰在主体色调的应用上也发生了符合戏剧冲突的变

化。如杜丽娘的服饰在《游园》和《惊梦》中为“少女怀春”般的粉色，至《离魂》时为清冷的白，通过色彩表达感情，犹如中

国画中色彩可以反映花笑鸟啼，可以体现离情别怨的情感表达。服装整体淡雅的色调搭配了局部高饱和度的绣花装饰，更像是水

墨画中远山与近景的呼应。 

2.设计：运用“留白”和虚实相间的构图 

昆曲重视塑造意境美，而意境美通过虚实关系和“留白”实现。昆曲的舞台画面与中国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线条构

图或舞台人物、道具形成画面“实”的部分，留白则作为“空”的部分给人以想象空间和视觉冲击，让观者以自我为主体，通过

展开想象使画面的内涵更加丰富。无论是在昆曲还是京剧等中国传统戏中，水袖的设计均可看作舞台画面构图中由实走向虚的

“线”，是戏曲人物为舞台画面“留白”的引子，且通过表达剧情和人物情感的水袖表演，舞台的虚实是可流动的。这种流动的

“留白”给观赏昆曲的文人士大夫以无限的想象，在这里，水袖的舞动比静态的线条更具有情韵意境。“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中国的书法、绘画以及传统园林建筑中飞檐、斗拱、柱体之间线的关系都是文人审美中“线”的表现方

式，但只有戏装中的水袖是动感的线的表达且别具美感。观戏的文人士大夫亦可以把水袖的舞动看作诗。昆曲文学底蕴深厚，唱

词是优美的曲牌，配合丝竹的演奏，以琴传情，以诗传意，观者在舞与乐之间通过水袖的流动性“留白”方式体会其中的意与

境，形成一种美妙的享受。 

例如南昆传承版《牡丹亭》的服装设计便采用了大量的“留白”方式，除水袖外，设计者依照传统在领口、前襟、裙摆使用

边花、角花、折枝花等作为服装的装饰，这些绣花装饰或疏或密、左右对称，并在整体服装中设置“留白”。特别在最后一折《离

魂》中，杜丽娘的服装为白色绣花披衬褶、五彩绣花裙，头戴湖色头纱，服装整体装饰存有大量“留白”、色调冰冷苍凉，将杜

丽娘身体的孱弱与其凄凉的境遇表现出来，充分将诗化的文本转化成如水墨画般的视觉语言和服装语言，成就了风格显著的江

南文人审美[12]。 

3.搭配、图案：运用写意和象征的趣味表达 

传统戏曲的舞台服装并不追求服装对比文本的真实性，观者似乎很难判断角色所处的地域或故事发生的季节，却可以从服

装判断出角色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甚至性格品质。如在南昆传承版《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春香同为女性角色，服装却对比鲜

明，杜丽娘均着裙装，而春香则着裤装，且二者服装中杜丽娘在色彩上偏淡雅、春香则偏艳丽和单一。这种设计与现实中不同社

会角色的服装是有出入的，但是在戏曲的表演中却具有符号性、象征性的特征，与江南文人审美中关于角色的社会地位和审美定

义相符。 

服装在服务演员的表演之余，也通过装饰元素的形式语言为表演提供情感表达。在南昆传承版《牡丹亭》的《惊梦》中，杜

丽娘服装以蝴蝶绣花为装饰，而柳梦梅的服装则绣以梅花。梅花在明清时期江南文人士大夫中极受推崇，是文人理想精神品格的

象征，符合文人对于柳梦梅“君子”形象的构思。杜丽娘服饰中的“蝶”同柳梦梅服饰中的“花”，让二者组成“蝶恋花”，寓

意了故事中美好的爱情。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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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其传播和传承发展的媒介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士大夫这一特殊群体，因此昆曲在某种程

度上并非一种“雅俗共赏”的剧种，其中充满了文人审美趣味，其文本、唱腔、服饰等也都饱含文人审美特征。戏曲以歌、舞、

演、故事综合了各个艺术门类，服装作为舞台美术的构成元素，亦遵循戏曲及文人审美观的留白、写意、淡雅等特征，这也是江

南地区文人审美旨趣的体现。较之于西方的审美观，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审美从来都不是追求写实的，而是美在神韵、美在意

境。无论是诗词、书法、中国画，抑或戏曲及其服装，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是人的情感与诗意的和谐统一，通过对生活和自然的艺

术表达体现多层次的情感追求。 

参考文献： 

[1]郑锦燕：《昆曲与江南文人雅文化——对昆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旨归探究》，《时代文学》2009年第 6期。 

[2]王国维撰、曹琳整理：《宋元戏曲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年，第 118页。 

[3]同[2]，第 117页。 

[4]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第 149页。 

[5]朱琳：《昆曲与近世江南社会生活——以昆曲受众群体为对象的考察》，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6]宋俊华：《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 119页。 

[7]陆萼庭著、赵景深校：《昆曲演出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 55页。 

[8]姚孜晔、刘悦、李若辉：《昆曲服饰艺术特征的演变》，《染整技术》2020年第 11期。 

[9]吴新雷：《中国戏曲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年，第 278-281页。 

[10]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 151页。 

[11]陈雯雯：《解析昆曲〈牡丹亭〉舞台服装的美学意蕴》，《四川戏剧》2020年第 4期。 

[12]刘安达：《昆曲服饰审美文化浅析》，《艺术科技》2015年第 8期。 


